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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的提出———一种性别视角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我国的政治精英[1]是如何得以晋升的？其晋升的路径和影响因素是否存在性

别差异？特别关注有哪些因素作用于女性政治精英的晋升。
政治精英是指在各级党政管理系统中担任领导岗位的人，这些领导岗位是由一整套从科级到处

级再到局级和部级的职业晋升链条，每一等级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并具有相关的权力、工资和福利待
遇。对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政治精英晋升的相关研究认为，政治精英的升迁与其以学历为主的人力
资本有关，学历越高，其升迁的可能性越大（Lee，1991）；教育对精英地位获得的重要性在上升
（Walder，Li and Treiman，2000）,但家庭出身起作用的方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会有所不同（Wa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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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使用政治精英的说法来展开讨论，在我国，对政治精英的研究亦可称为对人才、干部、官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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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 2009）。上述研究对于我们研究政治精英富有启发，但在分析时，较少将其视为有性别的个体。
如果将性别要素纳入分析框架，就会发现，女性主要靠接受较高的教育才能进入核心部门，而男性则

深受家庭背景的影响（Lin & Bian，1991；林南、边燕杰主编, 2002: 83-115；Deborah S. Davis，2004）。这
些研究揭示了 20世纪末中国干部晋升的影响因素确实存在性别差异。那么，进入 21世纪后，政治精
英在晋升上的性别差异是否依然存在？其表现形式又具有怎样的特征呢？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在内的女性人才为 2819万，占人才总量的 45.8%。与 2000年相比，女性政治人才增长了 659万人，10
年间提高了 1.9个百分点，高于男性同期 571万人的增幅。但从领导位置看，基层行政组织中的女性
参与率不足四分之一，越往高层，女性比例越低。2009年，我国省（部）级及以上干部中女性比例为
11.0%；地（厅）级干部中女性比例为 13.7%；县（处）级女干部比例为 16.6%（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科
技统计司，2010，58）。这说明，对女性而言，其在政治精英的晋升之路上确实存在“玻璃天花板”（a
glass ceiling），即女性在职业晋升的路径上存在和男性一样的前途，但这种前途却被一层看不见、却真
实存在的、像玻璃一样的结构封闭掉了，这一层酷似玻璃般的阻碍女性晋升的结构是组织已有的男性
权力结构和性别文化（Kanter，1977）。Wright（1995）和 Mark.E（1998）的跨国比较研究表明：在欧美等
发达国家中，工作权威层的性别差距普遍存在，女性比例普遍低于男性。中国的工作权威层亦存在着
性别不平等现象：女性在职务等级、职务类别、民主参与度、权力效能等方面远不如男性；领导职位主
要是由男性控制，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比例大大低于男性，而且越是在实权部门，女性能够晋升到领

导职位的几率越低（许叶萍、石秀印，2009；李忠路，2011）。那么，我们要问，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政治精
英的晋升出现了性别差距；这要求我们对两性政治精英的晋升做比较研究。
从性别视角对政治精英晋升之路进行性别比较研究，这对认识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中国社会一直是个身份社会。首先，它是“官民身份”社会，官吏与一般平民形成了两种明
显地位差异的群体，官员成为社会中控制社会资源的最主要群体。隋朝以来建立了科举考试的制度，
使官僚体系有了再产生、晋升的党规渠道，外加恩荫、举荐、军功以及捐官等其他渠道，是一整套的官
僚体系。区分社会地位的主线在于政治权力，有了官位，功名利禄就都有了。这套官僚体系在官民身
份上的等级很森严（李强，2008，188-189）。“做官”便是各类精英的共同追求。而这些精英只能是男性
精英。第二，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女性也获得了从政的机会，能够拥有“官”的身份，这打破了传统社会
的性别身份，意味着女性从父权制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私人之闺阁走向了
公共领域。但传统文化依然在起作用，女性在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依然具有弱嵌入性，即女性
嵌入社会关系的程度可能较弱（孟宪范，2004，1-22）。只有当女性不仅进入职场，而且能够在官僚体
制中步入晋升的链条，拥有权力才能从根本意义上改变性别身份和性别权力关系。因此，研究有关影
响女性政治精英之晋升的诸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及变迁的性别政治。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假设

从已往研究看，影响政治精英地位获得的因素很多，它包括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社会资本

或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本文加入了两个性别视角来分析政治精英的晋升，一是工作和家庭平衡的因
素；另一个是组织的性别环境的因素。

1. 先赋因素 传统职业晋升的研究以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和斯威尔和豪瑟的拓展模型
（Blau & Duncan，1967；Sewell & Hauser, 1975）为基础，在个人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间寻找影响人们
晋升的要素。研究认为，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是个人教育水平提升等人力资本等自致性因素作用的结
果；而非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我们认为，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对政治精英的晋
升来说并非是割裂的，有可能同时起作用。正如中国是个身份社会，那么家庭出身，即城乡身份和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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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教育程度都会作用于子代的晋升。在先赋性地位中，性别身份亦是重要的身份，女性晋升更可能
受惠于家庭的正向作用。由此我们提出二个假设：
（1）政治精英的晋升受到先赋因素的影响。（2）女性政治精英的晋升更多地受惠于父母的出身与
教育程度。

2. 自致因素或人力资本因素 人力资本因素对政治精英的晋升有重要影响。在已有的经验研究
中，人力资本多被操作化为受教育年数（学历）、在职培训和工作经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学历
的含金量会降低。有研究指出，学校级别对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有显著影响（李黎明、李卫东，2009：
120）。因此，我们加入了“是否是重点大学”的变量，对高等教育的质量加以考察。从性别视角看，人力
资本理论认为工作权威上的性别差距主要是两性拥有的人力资本差异造成的, 女性的人力资本投入
通常不如男性,所以她们在工作权威层的比例就会低于男性（Wolf & Fligstein, 1979）。但不同的观点
认为，即使在相同的人力资本条件下,女性工作权威的层级依然低于男性,人力资本因素只能解释工作
权威层级之性别差异的很小一部分（Huffman & Cohen，2004）。关于人力资本与晋升的关系我们提出
三个假设：

（1）人力资本因素对政治精英的晋升有重要影响。（2）相比于人力资本数量，人力资本质量对向更
高层的晋升有重要作用，即越向更高层的晋升，对人力资本的质量就要求越高。（3）女性拥有比男性更
多更好的人力资本是女性在相应行政等级阶梯上顺利晋升的必要条件。

3. 社会资本理论与晋升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分析的基本前提是理性行动者在完
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以价格（工资）为指引进行选择。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经济生活深深地嵌入（embedded）在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社会资本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网络之
中并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林南，2005：28），那些拥有更多更好社会网络资源
的个体，其社会资源的使用将提高其劳动力市场回报（Granovette，1974;Lin，1999）。有研究指出，我国
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在个人地位获得中有作用（边燕杰,1999；边燕杰、张文宏,2001）。有研究指出，
社会资本对干部的地位获得有显著影响，但两性存在差异。女干部拥有与男性相差不大的社会关系网
络，社会关系网络对男性地位获得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女干部的地位获得则无显著影响（周玉，

2006)。我们认为，作为政治精英的社会资本对其晋升有重要作用。我们有两个有关政治精英晋升与社
会资本间关系的假设：

（1）政治精英的社会资本对其晋升有正面影响。（2）女性政治精英的社会资本对其晋升同样具有
正向影响。

4. 工作和家庭角色的平衡 在生活世界中，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工作和家庭。人们要平衡工
作和家庭的关系，以既能够承担子女抚养、家人照顾和日常家务劳动的责任，又能够尽职尽责的做好
工作。如果人们不能很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就会阻碍其晋升。家庭经济学的观念认为，家庭是
一个生产单位，家庭成员要在考虑其他家庭成员的活动和收入状况下决定自己的工作和家务时间的

安排，这是家庭内部联合决策的问题。决策的结果常常是男性更多的从事有报酬劳动，女性更多的做
家务。贝克尔将这种性别分工归因于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差异。家庭内部的分工导致了两性在劳动力
市场上工作经验和精力差异，进而产生收入分化（Becker，1991）。有研究指出，一个已婚、有 6岁以下
子女、家务劳动时间以及丈夫或家庭的收入对女性是否参与工作有显著影响（England et al. 1988）。一
种文化的观点认为，传统劳动性别分工要求女性更多地承担家庭责任，并从文化上将家庭责任划归女

性。社会对男性的评价是以事业为重，对女性的评价是以家庭为重；工作机构对女性的角色期望是工
作(Centra and Gaubatz，2000)，这导致了对女性的双重标准。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认为，不同性别应该有
不同分工，男性负责政治、经济等公共领域的事务，而女性则负责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事务。因此，公
私领域的划分阻碍了女性参与政治(Farida & Mona,2010）。有研究指出，影响女性成为政治精英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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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是社会心理因素，它建立在两种刻板印象上，一是性别与职业的刻板印象；二是有关精英的刻

板印象（Oakley,2000）。对我国的研究显示，女性更多地承担了子女抚养、家人照顾和日常家务劳动等
责任，并形成“劣势累积”，对女性拥有工作权威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马缨，2009；李忠路，2011）。据
此，我们提出政治精英有关家庭与工作平衡与晋升之关系的两个假设：

（1）政治精英的家庭责任越多越重，则越是不利于其晋升。（2）在性别观念作用下，女性是否认同
传统的性别观念会对其晋升产生影响，认同传统观念减少了女性政治精英晋升的机会。

5. 组织的性别环境与晋升 在组织中，是否有女性作为领导会构成不同的组织之性别环境。有
研究表明，女性更容易被聘用或晋升到已有较多女性的那些工作层级（Cohen et al. 1998）。我们将女
性在领导层占有三分之一以上比例的组织环境称为性别友好型组织环境，按照联合国倡导的女性应

在权力层至少占到三分之一规模的说法，意味着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女性作为一种利益群体，其相关

利益能够有一定的表达和受到关注。组织中性别歧视状况是组织性别环境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
也是以往量化研究中被忽略的因素。组织中的性别歧视是指在组织中可以被当事人感受到隐性的性
别歧视。因此，我们以当事人感受到是否存在性别歧视为自变量，来考查组织的性别环境。由此，我们
提出了有关政治精英晋升的组织性别环境的两个假设。
（1）性别友好型组织环境有利于女性政治精英的晋升。（2）性别歧视被政治精英感受到的越多，其
组织环境越不利于女性政治精英的晋升。

三、数据与研究方法

1. 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资料来自于两个调查。一是 2010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
课题攻关项目《女性高层次人才成长规律及发展对策研究》进行的“高层人才卷”，这一调查按定比抽
取原则，在全国 31个省市对上述三类人才进行调查，抽样方案为：三类人才男女各按照 1∶1∶1的比例
抽取，每省抽 126人，每部分为 42人，其性别比为 1∶1。调查于 2011年 6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按此方
法在全国得到了 3626个样本。二是在 2010年 12月进行的第三期中国社会妇女地位入户调查中，按
照随机抽样的原则，请符合人才条件的调查对象在填写主问卷的同时填写“高层人才附卷”，用这一方
法得到高层人才样本 1020个，中层人才样本 2193个。二种方法加总后，经过对职业和收入变量的严
格检测，筛除了不合格样本 713个，最终获得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科级及以上行政级别、中层及以上
管理人员特性的专业人员、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有效样本 6126人。
本文所研究的政治精英包括了在政府、党委和群团部门、在国有事、企业单位担任实职、具有副科
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在职干部。样本总数为 1870人，其中女性为 785人，占 42%；男性为 1085人，占
58%。女性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46.7岁，标准差 7.4岁；男性的平均年龄为 46.5岁，标准差为 7.4岁，两
性年龄相当，基本无差异。女性样本中，目前行政级别为科级的占 17.0%，处级占 56.8%，局级及以上
占 26.2%。男性样本相应行政级别分别为：39.1%、42.3%和 18.6%。两性样本的级别状况有一定差异，
女性高层次政治精英所占比例高于男性。这与样本以配额方式获得有关，虽然样本并不太理想，无法
做到全部随机，但本文的追求是对分性别的影响两性政治精英晋升的要素进行分析，其对结构性关系

的阐释应当具有解释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因数据的局限性，本研究无法解释现在处于科级以上位
置的政治精英是如何进入其行政职业的，而是解释什么样的因素可能影响其职位晋升。

2. 变量说明 先赋地位的测量使用父母教育程度和本人出生地。一般研究者多使用父亲职业和
教育来测量出身的作用。本文以父母文化程度来测量，其取值是父亲或母亲文化程度最高者，纳入模
型时区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中技、大专及以上四个类别。
人力资本各要素的测量从四方面入手：一是工作前受教育程度，即第一学历，指个人开始第一个

工作之前接受教育的状况，区分为三种类别：高中/中专/中技及以下、大学专科、本科及以上。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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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前受教育年数
工作后受教育年数
工龄
需要时可以得到的支持
性别角色分工认知
家务劳动
组织中的歧视
变量
父母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中技
大专及以上
缺少值
户籍出身:
不是农村户籍出身
农村户籍出身
缺失值
工作前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大专
本科及以上
缺失值
最高学历是否是重点大学:
不是
是
组织领导性别比例：
没有女性领导
女性领导不足三分之一
女性领导超过三分之一
缺失值

平均值
13.04
3.72
26.61
.55
.32

15.73
.34
频次

190
128
244
220
3

573
210
2

383
262
136
4

442
343

49
535
190
11

标准差
2.52
2.57
8.69
.30
.21
4.59
.27
有效百分比

24.2
16.31
31.08
28.03
0.38

72.99
26.75
0.25

48.79
33.38
17.32
0.51

56.31
43.69

6.24
68.15
24.2
1.4

平均值
13.10
3.18
25.98
.51
.45

10.57
.33
频次

497
183
217
171
17

534
549
2

533
348
200
4

624
461

286
741
44
14

标准差
2.66
2.42
8.56
.32
.24
3.94
.26
有效百分比

45.81
16.87
20

15.76
1.57

49.22
50.6
0.18

49.12
32.07
18.43
0.37

57.51
42.49

26.36
68.29
4.06
1.29

表 1 两性政治精英基本情况及比较
女性 n=785 男性 n=1085

变 量

职教育年数，指开始工作后通过培训或在职研读而获得的教育状况，以年数测量。三是所接受教育的
质量，指最高学历是否是重点大学。四是工龄。
社会资本的测量。根据林南的观点,地位获得中的社会资本分为两类,一是“涉取的社会资本”，即

嵌入于社会网络中、能为个体所获取的社会资本,亦称为社会网络资源；二是动员的社会资本,即地位
获得过程中实际利用的社会资本,亦称为社会关系资源(Lin，1999;林南,2003:46 59)。本文以“需要时可
以获得的帮助”测量社会网络资源和实际使用的社会资本，“需要时可以获得的帮助”是一个由多个变
量建构的量表。问卷中有一个问题询问了“需要时下列人员能否帮你”，涉及的人员对象包括企业主、
企业主管、厅局级及以上干部、处级干部、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0.823，量表的得
分在模型分析中进行了标准化。女性政治精英的平均得分为 0.55，男性为 0.51，即女性略高于男性。
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分两部分测量。一是政治精英对性别角色分工的看法，根据被调查者对 6项
问题的回答构建量表，分别是“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
事情”、“丈夫的发展比妻子的发展更重要”、“更重要的是帮助丈夫成就事业”、“事业成功的女人往往
没有女人味”、“男人比女人更胜任领导的角色”。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0.806，最高得分为 30分，最低得
分为 6分，得分的高低反映了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由传统到现代的变化。因为得分越高代表越传统，因
此它与精英晋升之间的关系是负向的，反之亦然。二是家务劳动。问卷询问了被调查对象最近一年在
做饭、洗碗、洗衣服/做卫生、日常家庭采购、照料孩子生活、辅导孩子功课、照料老人等七个方面承担
家务劳动的情况，其选项为“从不、很少、约一半、大部分、全部”，我们将其分别赋值为 0、1、2、3、4分，
七个项目的得分相加，最小值为 0分，最大值为 28分，分值越低，承担家务劳动越少。女性家务劳动的
平均得分为 15.7，男性的平均得分为
10.6。女性政治精英承担的家务劳动要
比男性多。
组织的性别环境状况从两个方面

来测量。一是组织领导层的性别比例，
分为三类情况：没有女性领导、女性领
导不足三分之一、女性领导超过三分之
一。二是组织内的性别歧视，问卷中询
问了三个有关组织内性别歧视方面的

问题，“同等条件下男性晋升比女性
快”、“在技术要求高/有发展前途的岗位
上男性比女性多”、“同职级女性比男性
退休早”，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0.56，最低
分数为 0，最高分数为 3，经标准化后，
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1，男性的均值为
0.33，女性的均值为 0.34。两者感受接近。

3. 样本基本情况和模型 本文分
析变量的基本情况见表 1。其采用因变
量超过 2个类别的 mlogistic模型。模型
中的因变量为政治精英的行政级别，区

分为三个类型：科级、处级、局级及以上。
分析从科级到处级和从处级向局级的

晋升中起作用的原因，分析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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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发现和理论讨论

通过对政治精英行政级别晋升之影响因素的分性别模型分析，本文认为以下发现值得深入讨论。
1. 政治精英晋升之影响因素的性别比较 首先，先赋因素对政治精英的晋升依然起作用，其作

用方式有性别差异。（1）城乡身份对男性精英的晋升起作用，但对女性晋升无显著影响。有意思的是，
出身为农村的男性，在从科级向处级的晋升中，获得了更多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一结论与吴晓刚
和 Treiman利用1996年数据所揭示的情况类似，他们认为户籍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度选择性是造
成这种现象的原因(Wu & Treiman, 2004)。本文基本上认同他们的解释,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村户
籍出身且已经进入到行政等级系列的男性政治精英，则农村户籍可能有了突出优势；以最高学历是重

点大学的比例看，行政级别科级者为 35.8%，处级者为 48.7%，局级及以上者为51.1%。城镇户籍出身
者，上述三个行政级别者最高学历是重点大学者的百分比分别为 29.1%、43.9%和 58.9%。（2）父母的
受教育程度对其向上流动的作用显示出再生产机制的作用。研究显示，随父母文化程度的提高，这一
因素对政治精英晋升的作用也在增强，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上的女性更多地受惠于父母的影响；随着晋

升层级的提高，家庭的作用更加明显。女性的晋升更具有精英再生产的意义。
第二，人力资本对男女政治精英的晋升都有显著影响，几乎无性别差异；从程度上看，女性晋升受

到人力资本的影响要大于男性。（1）第一学历和最高学历是否是重点大学对女性行政干部向更高行政
级别地位的晋升有显著作用。第一学历是本科及以上者在更高行政级别地位的获得上具有显著的优
势。对于女性而言，相比于第一学历是高中及以下者，其是处级而非科级的机率比为 3.64；其是局级而
非科级的机率比为 5.898。对于男性而言，相比于第一学历是高中及以下者，其是处级而非科级的机率
比为 2.551；其是局级而非科级的机率比为 5.322。（2）最高学历是重点大学的女性，其是处级而非科级
的机率比是 0.614；是局级而非科级的机率比是1.194。最高学历是重点大学的男性，其是处级而非科
级的机率比是 0.499；是局级而非科级的机率比是 0.706。（3）人力资本变量唯一的性别差异出现在从
科级向处级的晋升中。工龄对女性在这一层级的晋升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这意味着一些女性从科级向
处级的晋升是“熬年头”得来的。工龄每增加一年，其是处级而非科级的机率增加 27%。

表 2 女性和男性政治精英晋升之影响因素的 mlogistic 模型

父母
教育
程度
户籍身份
人力
资本

社会资本
家庭
责任
组织
性别
环境
常数项
Pseudo R2
-2log

初中
高中/中专/中技
大专及以上
农村户籍出身
工作前受教育程度是大专
工作前受教育程度是本科及以上
在职教育年数
最高学历是重点大学
工龄
工龄平方
需要时可以获得的帮助
性别角色认知
家务劳动
女性领导不足 30%
女性领导超过 30%
歧视

女性（n=739）
处级相对于科级

（模型 1）
0.934*
1.047**
1.629***
-0.027

2.323***
3.640***
0.513***
0.614*
0.238**
-0.002

1.610***
-0.055*
-0.068*
0.343

1.364**
-0.092

-6.183***
0.371

-450.222

局级及以上相对
于科级（模型 2）

1.234*
1.367**
2.111***
-0.021

3.886***
5.898***
0.667***
1.194**
0.242*
0.001

3.237***
-0.114**
-0.220***
4.161**
4.770***
-1.348*

-13.617***

男性（n=1012）
处级相对于科级

（模型 3）
0.389

0.767**
1.079***
0.681***
1.779***
2.551***
0.328***
0.499**
0.078
0.000

1.993***
-0.011
0.015
0.307

1.391**
-0.944**
-5.678**
0.281

-762.509

局级及以上相对
于科级（模型 4）

0.120
0.626

1.046**
0.538*

3.590***
5.322***
0.528***
0.706**
0.145
0.002

3.202***
-0.079**
-0.107**
0.260
0.726
-0.723

-9.999***

说明：（1）参照类：父母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户籍身份：城镇户籍出身；工作前受教育程度：大专以下；组织女性领导比例：没有女
性领导。（2）p*<0.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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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资本对两性政治精英的晋升有同样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女性而言，需要时可以获得的
帮助每增加一个单位，其是处级而非科级的机率比为 1.61；是局级而非科级的机率比为 3.237。对于男
性而言，需要时可以获得的帮助每增加一个单位，其是处级而非科级的机率比为 1.993；是局级而非科
级的机率比为 3.202。社会资本尤其对于两性更高地位如局级及以上地位晋升的影响更为显著。
第四，政治精英在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的因素上有明显的性别差异，这一因素对男性从科级向处级

的晋升毫无关联，但对女性的影响却是显著负面的。（1）从性别角色分工的观念看，女性政治精英的性
别角色分工观念越是趋于传统，其向更高层级的晋升可能性越低；而那些打破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的女

性则有更好的向上晋升的机会。女性政治精英的性别角色观念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即趋向传统性别
角色观念得的分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其为处级而非科级的可能性降低 5%；其为局级而非科级的可能
性降低 11%。男性政治精英的性别角色观念亦对其处于局级位置的可能性有影响，其趋向传统性别
角色观念得的分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其为局级而非科级的可能性降低 8%。（2）家务劳动的承担对女
性的晋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对男性局级及以上政治精英们亦有负面影响，但对女性的负面影响要大

于男性。女性家务劳动每增加一个单位，其是处级而非科级的机率下降 6.6%；是局级及以上而非科级
的机率下降 20%。男性承担家务的状况对其向中级行政地位的晋升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其向局级及
以上地位晋升有负向影响，家务劳动每增加 1个单位，其是局级及以上而非科级的机率下降 10%。平
衡工作和家庭间的关系是两性行政干部在地位晋升时都要面对的问题，对女性更为明显。
第五，组织的性别环境对于两性政治精英晋升存在影响。（1）性别友好型的组织环境，即女性领导

占 1/3以上者，明显地有利于女性政治精英的晋升，特别是对女性局级及以上者更为明显。组织中女
性领导比例大于 30%跟没有女性领导的相比，女性是处级而非科级的可能性增加2.9倍，是局级及以
上而非科级的可能性增加 116倍。改变组织的性别环境将有助于女性的职业发展。（2）在组织的性别
环境中女性领导不足 30%的状况下，女性精英处于局级或以上的可能性增加。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
的发现，这可能意味着我们选拔女干部的公共政策在发挥作用，当组织中女性领导达不到 30%的标
准时，身为“女性”便获得了更多的晋升机会，这种“性别点缀”或政策需求的作用对女性的晋升是正向
作用的。（3）当事人感知的组织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的影响方式非常有意思，对女性来说，在局级而非科
级的机率因为其性别歧视下降 74%。但这种状况对男性向局级及以上地位的晋升没有显著影响。

2. 两性政治精英晋升之路的比较研究 从模型分析看，可以分辨出四种政治精英的晋升之路。
（1）影响女性处级政治精英晋升的因素。模型 1展示的 Y标准化数据[1]发现，影响女性晋升处级

的最为显著的因素包括：自身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父母受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社会资本、组织环
境中女性领导超过 30%、重点大学毕业、工作后的继续学习。有一定影响的因素是：性别角色观念现
代、家务劳动的承担。这说明，女性处级政治精英的晋升重点受到其个人人力资本、父母社会经济地
位、社会资本和组织性别环境的影响；性别因素对其有影响，但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
（2）女性局级及以上政治精英得以晋升的影响因素。模型 2的 Y标准化数据分析发现，影响女性
局级及以上地位的政治精英的晋升最为显著的前四位因素依次为：自身受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组织
环境中女性领导超过 30%、需要时可以获得的帮助、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而次要影响的因素
有：最高学历是重点大学、在职教育年数、组织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家务劳动与性别角色观念。这意味
着一位高层女性政治精英的晋升不仅聚集了天时、地利和人和（先赋地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组织
环境）的优势，还要具有平等的性别意识和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能力。
（3）男性处级政治精英的晋升。模型 3的 Y标准化数据发现，影响男性处级政治精英的晋升最为
显著的因素包括：工作前受教育程度是本科及以上、需要时可以获得的帮助、父母文化程度大专以上、

[1]对模型的 logit系数进行 Y标准化（Y-standardization）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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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领导超过 30%、最高学历是重点大学。次级影响因素有：户籍出身、在职教育年数、个人感受到的
性别歧视。这说明，社会对于男性政治精英的成长还是相当开放的，其晋升基本是沿着传统的职业生
涯之路。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和家庭责任对其地位的获得皆无影响。
（4）男性局级及以上的政治精英的晋升。模型 4的 Y标准化数据发现，影响男性局级及以上的政
治精英的晋升最为显著的因素包括：自身受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需要时可以获得的帮助、父母受教育
程度为大专以上。父母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和本科及以上，有在职学习、社会资本、现代的性别观念。组
织环境中女性领导超过 30%、次级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村出身、性别角色观念与家务劳动。而组织的
性别环境对其晋升皆无关系。这说明，在高层次男性政治精英的晋升中传统的因素，如先赋性的、个人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起重要作用，但性别观念和家务劳动因素也起到作用，这意味着高层次男性政治精
英的成长也需要其具有平等的性别观念。
总结上述四个模型发现，两性政治精英晋升共同的具有显著性影响因素有：在教育方面都投入了

很高的人力资本和有人脉（社会资本）关系；差异性重点表现为在性别方面，女性政治精英地位的获得

会更多地受惠于组织性别环境、自身具有的性别平等观念和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能力。同时，男性高层
次政治精英的晋升同样需要具有平等的性别观念和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能力。
回到前述我们对中国社会结构具有的“身份社会”认识和理论关怀。帕金的“社会排斥”理论认为，

各种社会集团都会通过一定的程序，将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

内部。（Parkin, 1979）对政治精英晋升的分析，我们尝试做以下推测。第一，现当代，我国政治精英的晋
升深受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那些没有接受大专以上教育和不具有社会资本的人将无法进入

到政治精英的圈子中，由学历和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壁垒已经形成。第二，男性政治精英的晋升具有
了一定的开放度，那些拥有了大专以上教育、出身为农村户籍、具有社会资本的男性有可能将其农村
出身作为政治资本加以使用，获得其政治位置。第三，女性政治精英的晋升受惠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
位，那些父母文化在小学以下的女性被排除在政治精英之外。而女性要想成为政治精英，获得晋升的
可能不仅要拥有与男性相同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还要拥有平等的性别观念、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
的能力以及特有的组织性别环境。可以说，现当代中国依然具有身份社会的特点，男性通过提升人力
资本和建构社会资本便能够具有纳入政治精英成长的路径；而女性不仅要提升人力资本和建构社会

资本，还要有赖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个人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能力，才能够在政治
精英的晋升上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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